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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宝城南：“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
王铭铭　［英］罗 兰　孙 静

　　摘　要：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部的“聚宝城南”，是市政府规划的“闽南文化生态区”的一个
试点项目。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聚宝城南在泉州城市化中的历史隐喻以及“文化生
态区”的前景及其与“美丽社区”“美好生活”概念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当地的都市化进程
及地方生活世界的民族志来揭示当地精英叙述中“文化生态”口号的真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聚宝城南，当地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物诸人文关系构成的整体。这一生活
世界包含的符号和实践系统与文化生态园区设计中的所谓“文化生态”之间存在着鲜明差异，所
谓的“文化生态”，缺乏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关键词：地方精英；文化生态园；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城市化

引　言

聚宝城南，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历史名城泉州市南部，是福建省泉州市地方规划、文化部批准
的“闽南文化生态园”试验区。该区占地０．５平方公里，包括三条南北走向的古街，从西至东依次是
万寿路、聚宝街和青龙巷。该区之所以被称为“聚宝城南”，主要因它位于泉州城之南，旧时此地有
“城南”名号且有海外交通史研究上闻名遐迩的“聚宝街”，并存有许多文物保护单位，故“聚宝”这
个旧名可用以形容该地历史上珍宝汇聚的胜景。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本文三位作者抵达泉州，在聚宝城南片区进行了为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

进入聚宝城南前后，我们翻阅了泉州文史界积累的资料及新近完成的报告。在这一个月的实地考
察中，我们走访了负责“文化生态区”项目的官员，访谈了介入与未介入这一项目的地方文人、商
人、民间庙宇管理人员，造访了设置于聚宝城南片区之内的基层政权机构（如新桥社区、隘南社
区）。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协助，并对其在地方中的角色加以研究。与此同
时，我们凭借文献资料与踏勘，对片区内各宫庙、水系、路桥、城门进行了分析研究，也采用入户访
谈的方式，局部了解了家户私人与公共生活的状况。本文即基于这些直接和间接经验写成。

本文三位作者对于古城泉州有着十分不同的研究经验。我们中，一位（王铭铭）自１９８０年代中
期起就开始运用历史与民族志方法对泉州进行研究，相关著述涉及古城社会时空的转型史及包括
传统再创造现象在内的现实情景；另一位（罗兰，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自１９７０年代起专攻非洲人类
学与考古学研究，２００６年开始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曾数次考察过泉州；一位（孙静）２０１３年进入硕
士论文研究阶段，２０１５年进入博士研究阶段，主要关注过泉州乡村工艺与仪式（以安溪铁观音制作
工艺为例）。这项研究，部分延续了本文作者各自有过的问题意识，如王铭铭在泉州城乡地方世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罗兰，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英国伦敦 ＷＣ１Ｅ
６ＢＴ）；孙静，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界研究中显示出的对于地方与世界、开放与封闭、传统与现代“杂糅文明”的关注①，罗兰在关于文
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中显示出的对遗产的“产权”及其与知识精英之间关系的关注②，孙静在闽南
乡间生业及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的研究中显示出的对于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③。

不过，此项研究是在当下文化变迁的特定情景中展开的，有着它的特定针对性。经历了一个
世纪与传统的决裂，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的主流观念形态正在转向传统复兴这个新方向上。代表
这个观念形态新方向的，既有知识精英的思想传统的绵延主义主张④及商人与百姓的“收藏风
气”⑤，又有日趋“复古”的文化、宗教、教育政策主张。在文化复兴观念形态的不同表达方式中，与
地方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带有浓厚“运动”色彩的实践了。“文化遗
产”，概念本来源于一种有着浓厚全球主义与国族主义意味的文化态度，但矛盾的是，它是涵括的，

既有那些著名的“世界奇观”（如长城）和历史上朝廷所直接营建的宫殿、公共设施及技术与礼仪体
系，又有与全球性与国族性关系不大的项目，尤其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既然许多“文化遗
产”扎根于地方，那么，若是相关机构与人员缺乏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便难以表明哪些是“文化遗
产”，更难以实施其保护措施。为了亦步亦趋“贴近于”地方，遗产计划的推行者只能依赖地方来办
事。与此同时，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台，地方社区获得了自我表达的新机遇，纷纷通过其
与“上级”的关系纽带———地方精英———的作用，来复兴自己的传统。

“地方精英”（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概念，从社会学有关乡绅的论述⑥引申而来，在史学上，用以指活跃在
地方、对地方施加不同方式的支配人物与家族，包括历史上的乡绅、长老、商人及近代以来的地方
教育、资本、军事等另一些领域领导者。⑦ 今日可谓之“地方精英”者，则可包括地方党政机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科研机构和人员、学者、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正在兴起的半政府、非政
府性质的非盈利组织领导人等。地方精英在组成、作用方式、观念形态方面都有异质性，也随着时
代变化而产生变异，不过，他们有着某种共通的“中间型政治理性”，起“权力的文化纽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的作用。⑧ 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熟知其“一方水土”，同时介于地方的内外之间，对
外界有强大的适应力，善于从外界变化中寻找自身赖以影响地方的资源。

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这个大背景下，在各地，文化变迁出现了一个特殊氛围。地方精英依
赖既有的地方文化资源创造出一些地方文化的“超地方变体”，这些“变体”时而令地方上的人感到
它形同“四不象”，时而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地方荣誉感。

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带来的，不单单是“被发明的传统”⑨，因为这种传统既仰赖具有一定历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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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的既有的地方物质性、社会性、符号性遗存以获得自身培育所需之养料，又需以本真的传统面

目出现，以获得认可。然而，必须看到，这种“传统”与３０多年来得以恢复元气的地方生活世界①之

间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差别。在地方精英依赖的地方民间力量相对强大的地方，这一差别，必然要

比地方民间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小些。然而，一条鸿沟普遍存在于地方文化的“超地方变体”与作

为文化的地方生活世界本身之间：即使是在地方民间力量相对较大的地方，由地方精英为“经营

者”而再梳理、再组织、再创造的传统，再接近于其原来版本，其与地方生活世界之间仍存在着鲜明

差异，以至矛盾。地方生活世界仍归属于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作为绵延流动的历史的创造者，

“地方人”的生活，尤其是它的整体性，虽并不符合那些当地文化的“超地方变体”对文化的界定，却

有着自己的体系及表达这一体系所需有的象征符号和实践行动。

在聚宝城南，我们观察到了新的变迁情景中的文化分化现象。泉州的地方政府与地方精英经

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近期决定在这片依据一定历史与人文地理基础划定出来的片区上建立“闽

南文化生态园”，在保护片区既有旧貌的同时，植入“闽南文化”诸因素，使之与当地生活相结合，向

世人展示闽南文化多彩多姿的面貌。分析“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建设计划，我们看到，它呈现的文

化图景，既与２０世纪初以来一轮轮“新文化运动”所反复推行的“绝弃传统”②历史目的论图景有所

不同，又比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实施过的所有文化政策更为靠近地方生活的本来面目。聚宝

城南之所以被选择为园区的所在地，既是因为这个片区幸免于过去二三十年的“建设性破坏”，又

因为这个片区内部存留的遗迹和社区生活面貌，像一个缩影那样反映着所谓“闽南文化”的对外开

放性与文化“土俗性”这对立统一的两面。然而，这项建设计划，毕竟与地方精英的文化想象关系

最为密切，它借助于“地方性知识”展示的，是其所谓的“闽南文化”，而非“聚宝城南文化”。我们观

察到，泉州地方精英从聚宝城南本地选择出来、与他们从外部引入的文化因素搭配，以表现“闽南

文化”的那套东西，与我们通过实地考察所理解的“当地文化”，存在着鲜明差异。与我们看到的
“地方文化”分立而来的那个文化的“超地方变体”，含有一个值得我们解释的吊诡：它与文化遗产

保护方案制订者延续既有文化的宣称，是相矛盾的。

文化分立现象代表的吊诡，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在本文中，我们对这一历史性与社

会性进行解析，具体将围绕分立现象，陈述我们的实地考察之所得。具体来说，将分以下几个部分

来叙述：１．在泉州城市变迁史的大背景下，说明“聚宝城南”文化遗产项目出现的背景与缘由；２．借

助历史研究，阐明“聚宝城南”的历史与隐喻属性及与此相关的“闽南文化生态园”项目的观念特

质；３．分析“文化生态园”的设计图景，指出其与近期流行的“美丽社区”“美好生活”等意象之间的

关系；４．考察城南聚宝历史地理情景，阐述我们对聚宝城南区域历史变迁实际图景的基本认识，指

出园区所在地“城乡结合部”的既有本质，反观地方文史叙述的“宋元繁荣中心论”与“文化生态园”

规划设计上的问题；５．借助社会科学的历史与质性研究法，从“文化”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界定入手，

考察作为生活和社会过程的完整体系的文化及聚宝城南水系与公庙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

人、物、神三种力量如何在社区祭祀中心汇合；６．以公庙与遗址公园的分化和对立为事例说明，我

们对当地生活和观念世界中“遗产”（尤其是宫庙、寺院与传说）灵验价值的忽略及其原因；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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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生活世界”作为哲学概念，曾被胡塞尔一脉的哲学家用来破除主客界线，其作用有如王国维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辩证（王
国维：《人间词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近期，该概念在人类学中广受采用，用以指一些以民族志为根基的哲学人类
学，尤其是关于“常人存在”的人类学（如Ｊａｃｋｓ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ｓ：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我们用“生活世界”概念时，也接受其对主客之分的模糊化主张，与此同时，我们却不以此来形容
“存在”。我们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即是指我们所谓的“人文关系”，又是指这些关系的“地方史”，包括其中含有的“地方性文化
自觉”。同时，我们更为强调“生活世界”的整体价值。

Ｔｕ　Ｗｅｉ－Ｍ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　Ｔｕ　Ｗｅｉ－Ｍｉｎｇ（ｅｄｓ．），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ｄａ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１－３４．



以上内容，引申出关于当下文化分立情景的看法。

描述和分析聚宝城南文化遗产项目及这个项目的实施片区的历史与当代状况，为我们理解地
方生活世界的当代处境，作了良好铺垫。对我们来说，地方生活世界可用“人文关系形态”来认识，
“人文关系形态”概念，是从传统人类学方法中关于“ｅｔｈｎｏｓ”或一般称之为“文化”的内涵之论述中
延伸出来的，过去用来具体指任何一个被研究地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或者说文化的物质、符号－
概念、社会、精神诸层次的相互关联性①，是由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构成的某种总体形
态②。我们认为，迄今所见的国内文化保护或开发计划，通常依据某些对文化的零碎化和表面化定
义来拟定，然而，它们却也必然面临着处理文化所意味的人文关系总体形态的任务。因此，我们也
用“人文关系”这个来自于对“自然社区”之研究的概念，来探究文化保护或开发计划的实质内容。

此处我们在城区研究中运用的“人文关系总体形态”研究法，接续了人文区位学（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

ｇｙ）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思想来源于１８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之间诸社会学派。对此，学界有
对城市社会学方法学与综合学的不同解释，我们接受的定义是，“以围绕我们的或围绕文物制度的
环境———地理的或社会的环境———为着眼点”③，形成一种环境论，对城市的特定空间领域与地方
区位，加以关系性（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的考察。我们的主张是，“人文区位学”所谓地理的和社会的环境，

都有深刻的历史性，这一点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更是明显。因此，关系论的考察，亦应更加重视前
后相续的历史关系，不能拘泥于区位或社区的横切面研究。

一、形成中的聚宝城南

聚宝城南所在的古泉州城，位于晋江北岸，其北、东、西面为群山丘陵环绕，其西及南，晋江自
西向东横贯，在城市东南方入海。城市营建之前，此地的“原住民”为越人，华夏人为公元４世纪以
后从华北迁徙而来的后来者。这些自北而南迁徙的移民，或为南渡的衣冠，或为开疆辟土的军绅，

或为世家大族，或为平民，他们经过数个世纪的拓殖，消化了越人及其文化，以流域河谷为中心地
带，建立起了社区、市镇与商贸网络。④ 作为城市的泉州，既是这些社区、市镇与商贸网络进一步升
级的自然产物，又是帝国控制、管理、教化地方社会的人为造物。在其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如
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泉州的“市”（集市、贸易中心）与“城”（镇、行政控制、管理、教化中心）两种属
性⑤势力此消彼长。１０至１３世纪，“市”的方面获得相对的支配性，泉州替代中国经济史的“开封周
期”，成为东南沿海“周期”的中心⑥、“中世纪时世界第一商埠”⑦“世界货舱”⑧。１４世纪之后，随着
帝国治理的强化，“市”方面的重要性，相当大部分让位给了“城”。然而，“市”与“城”二者作为城市
这个铜板的两面，始终同时发挥着作用。

泉州经过多次修葺拓建⑨，城市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直到１４世纪，此地海外交通持续发达，
“市井十洲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筑有各自的神圣建筑，他们共处一城，相互之间有时“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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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论文化表格》，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

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３期；《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
论的回归》，《民族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

Ｃｌａｒｋ　Ｈｕｇ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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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ｐｐ．２７１－２９２．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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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时存在竞争和冲突。① 但古泉州城是按照一定的宇宙观原则设计的②，因而，其总体面貌长
期保留着某种协调性和整体性（见图１）。

图１　明万历《泉州府志》中的泉州城

自１９２０年代起，情况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由地方政府、华侨、部分接受现代文化的精英共同
掀起的“拆城辟路”运动③，除了给古城增添了一系列欧化建筑之外，还减损了它的城墙、古代文化
象征物（如牌坊）、老式街道等。接着，改造、战争性破坏、工业化等，对于古城风貌的破坏愈加严
重。１９９０年代，不同社会力量似乎形成某种合力，促使古城保护成为政策，但即使是到了这个阶
段，诸如对东街、塗门街、北门街、后城、新门街等的“修旧如旧”，其所起到的效果，仍旧是“破旧立
新”。④ 结果是，到２１世纪来临时，能体现泉州旧貌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所谓“旧貌”，其实包括
了民国拆城辟路后建立的欧化建筑），只剩下西街、中山路诸路段和所谓的“聚宝城南”了。若干年
前，西街及围绕旧西街、中山路、聚宝城南等的去留问题，在地方诸社会力量当中，引发争论。此
后，保护古城的主张取得主导地位，随之三个旧街区渐渐成为地方精英与政府致力于保护的园地。

１９９３年，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制订《泉州古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古城控规》），为古
城规划了土地使用强度、新建筑布局等。１９９８年鉴于《古城控规》已实施五年，该局又接受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拟对相关条例进行调整。规划局委托侨乡开发协会进行调查研究，为此，

协会组成“古城控规调研课题组”，对古城进行实地调查，并于同年１２月提出《泉州古城调研管见：

关于调整〈泉州古城控规〉的若干建议》，在建议中，将几个幸存街区列为“一线三片”保护范围。

２０００年，市政府再度召集本地各有关部门对修编方案进行初审，当年９月邀请省内外专家对方案
进行技术评审，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正式成果。据称，《泉州控规》的修订
版，基于对古城保护认识的新提高编制而成，旨在保护古城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古城的城市格局
和风貌特色，保护有形的、实体的内容及无形的内容。它确立了“三个坚持”，即坚持古城保护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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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雅婷：《泉州城历史宗教地理与神圣空间争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西岸文史集刊》第２辑，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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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攀：《迷失的发展———现代化、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化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①。

１９９８年的《古城控规》，明确将聚宝城南列在“南片区”内叙述，其内容如下：

　　南片区重点应体现宋元时代的海交文化，而天后宫和南城楼为这一片区的主体。

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至元代，泉州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海交贸易进
入鼎盛时期，元世祖于至元十五年下诏“此风泉州女神，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

以后又在泉州举行御祭及加封典礼，遂声名远播海内外。

天后宫应重建梳妆楼和清理周边环境，并加以绿化美化，南城楼已规划重建，可陈列海交
文化。

青龙巷片区，古民居多年来不断损失，只能有多少保护多少。来远驿与车桥头，是对外贸
易鼎盛时的产物，目前只留遗址，没有建筑物，对其历史内容，应建立石碑加以阐明，以体现海
交盛况。

李贽故居，应收回入口两旁店屋加以整修，加强管理，重点保护，不要作为单位办公
地点。②

１９９８年相关条例修订版提出后相当长时间，对“南片区”主要是实施“控制性规划”，但到了

２０１２年，则出现了聚宝城南保护性复兴的计划。这个计划首先在古城南门之外的“城乡结合部”得
以孕育。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若干地方文史学者、公庙事业热心人士及相关干部的促进下，临江街道
办拟定了“临江街道聚宝古街复兴工程计划书”。次年２月，临江街道成立古街复兴工程领导小组。

临江街道办管辖的范围，是泉州市老城区南隅，古时亦称“南关”，具体包括伍堡、溪亭、隘南、幸福、

新桥、跃进、聚宝７个社区，总人口约２．３万人。据该办２０１３年工作计划，古街复兴工程被列为“重
塑临江新姿”的关键环节，具体工程内容包括在古街及周边建立影视基地，组织天后宫、富美宫等
有益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祭祀朝拜活动，开展民俗表演及与特色旅游、艺术品、珠宝奇石、文物交易
相关的商铺建设。为了实施计划，２０１３年，古街复兴工程领导小组安排对所划定片区的历史文化
摸底调查，同年１２月，开始对古街路面及排水系统加以改造，到２０１４年９月，该工程得以竣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由街道办事处一级提出的复兴计划，得到了更高一级政府机关鲤城区的重视。当
时，区文体局向区政府提了《关于建设“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的请示》（泉鲤政文体新
［２０１４］６１号），瞬即，次月，区政府成立了“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建设指挥部（泉鲤政文
［２０１４］１８７号）。与此同时，市文广新局向泉州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项
目的请示》（泉鲤政文［２０１４］１４９号），接着，２０１５年３月，市文广新局又向福建省文化厅提交了《泉
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项目的请示》（泉文广新［２０１５］８８
号）。经过自下而上层层申报，“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建设项目最终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政府
支持。

晚近官方发布的聚宝城南保护规划图，覆盖面相当广，几乎涵盖了泉州老城南部未遭破坏的
老街区，它北起天后宫，南至宝海庵，东起护城河，西至晋江，除了三条主要街道万寿路、聚宝街、青
龙巷之外，还涉及著名的天后宫及中山南路以及横跨晋江水系的顺济桥与泉州大桥。这个地理范
围，大致与１９９８年相关文件所划出的“南片区”对应。

二、“泉南”兴衰

今日聚宝城南的主要遗留物，还是清、民国、１９５０年代及１９８０年代之后各个时代的建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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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泉州侨乡开发协会：《泉州古城调研管见：关于调整〈泉州古城控规〉的若干建议》，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

泉州侨乡开发协会：《泉州古城调研管见：关于调整〈泉州古城控规〉的若干建议》，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



风格不同的建筑，层累着几个时代的文化变迁遗迹。这些变迁遗迹，似乎极少与古代海外贸易直

接相关———这一带虽被认定为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来远驿与车桥头，但其余遗址则多缺乏这一历史

深度。然而，不可否认，正是在聚宝城南所在地域，发生了一场人们迄今难忘的巨变，在那场巨变

中，泉州南门外曾从事农耕、捕捞、小规模交通业的社区，转变为世界大港的交通和商贸要地，写就

了东方商业兴盛史的一个辉煌篇章。

泉州之前身，为唐武德五年（６２２）在南安故郡设置的丰州，州治在今南安丰州，另外就是嗣圣

元年（６８４年）设置的武荣州，州治亦在今南安丰州。不久，武荣州废，三县仍属泉州。６９９年，划莆

田县西部设清源县（今仙游县）。久视元年（７００），于今泉州鲤城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

源四县，衙前辟南大街为市，治地建城。州治从丰州迁来今泉州所在地，建成泉州城后，呈四方形，

以如今钟楼为界限，以北为衙门所在地，南为商贸地带。城建四门，分别是东门迎春门，西门肃清

门，南门崇阳门，北门泉山门，城外有桥有壕。五代以后，泉州经济、文化兴盛，城市向南扩大规模，

拓建到今天新门街与涂门街之间，俗称“涂门（山）街头”，有七门。北宋时期，与五代相比没有大变

化，南部仍以新门、南门、塗门为界，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位于界外。南宋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十二

月，偏安东南的赵氏朝廷先将宗室３４９人迁于泉州，又将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从浙江绍兴迁

到泉州。南外宗正司司署，设在古榕巷内之“水陆寺”中，司内设有睦宗院、惩劝所、自新斋、芙蓉

堂，还有天宝池、忠厚坊等。皇族的花费，朝廷只给少量补贴，其余则由泉州地方财政负担。① 为了

扩大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南外宗正司不仅直接介入市舶司的管理，向来往商船征税，而且数度修

城，使城市从新门、涂门街这一线向南扩大，一直扩到现在的下十字街，建立了一个新的南门城。

这段城墙从西南的新门（临漳门）起，沿江筑城，经过水门、南门，转弯到涂门城，接着与五代城址相

连接。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元将唆都带兵攻泉州，泉守蒲寿庚降元，此后，“泉南”进一步成为外

国人聚居的商贸繁荣、宗教多元之地，废罗城之镇南门，拓就翼城，周三十里。②

古代泉州城商贸最为活跃、文化接触最为频繁的地域，一直在城之南。“南”之具体所指，随时

代变化而不同。不过，有一点却似乎相对恒定，那就是，它是由城外农耕区域衍化而成的夷夏杂处

的商贸与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唐时，城南滩涂农业已有起色，一些世家大族在此定居，主事农

耕，供奉祖先和土地神，也持续经营着向水的世界（包括河流与海洋）讨生活的行业，包括捕捞、运

输与贸易等。北宋时期，泉州地区的交通贸易已非常发达，以至于朝廷在元 二年（１０８７）设福建市

舶司于泉州，管理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该司持续存在，直到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才迁往

福州。③

“泉南”或“城南”之名最早出现于南宋，指新门、涂门街以南部分，该地商贸与文化交流到１２世

纪初已十分频繁。这一带曾是河滩或池泊地，但当时已部分成为平原，那里的来远驿、聚宝街，是

中外交通要地。南宋拓城，将之圈入了城之围墙之内。元时，“城南”的发展达到顶峰，镇南门更名

为德济门，“城南”被“城内”涵括，相应的，德济门外的社区开始变为“城外”。

关于元之“泉南”，庄为玑先生说过以下一段话：

　　元泉州城最繁华的地方在于“泉南”……从地图上看，自中十字街以南，有三条自北向南

平行的街道，主要是在中间偏西的南门新街（中山南路），以西有五堡街，以东有天后路，其间

小巷密如蛛网，正是元代繁华的所在地。文献中常提到的通淮街、聚宝街、青龙街、排铺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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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自强：《论宋代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４期，１９８０年；Ｃｈａｆｆｅｅ　Ｊｏｈ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ｌ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ｉｎ　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Ａｇｅｌａ（ｅｄ．），Ｔｈｅ　Ｅｍｐｏｒ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１，ｐｐ．１３－４７．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２－３期合刊，１９８０年。

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８期，１９８３年。



后为新桥溪边的登瀛新街，都在“泉南”的范围内。其中有宗教古迹，如涂门清净寺、车站的番
佛寺（即婆罗门教寺）、南门回教寺（石刻最近译出）、南教场棋盘园的蒲家花园（即今花园头），

都是外国人常聚的地方。①

图２　泉州历代城址变迁图②

“泉南”或“城南”隐含着某一历史的奥秘，即正是在府城南面的“城乡结合部”，城市的“市”这

一方面先发达起来并渐渐得到“城”的圈入。一如经济史学家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中所指出的，

宋代泉州的商业核心圈建在南部郊区③，这个地带处于南城墙外，系属郊区，相对远离官府监控。

苏氏的论述仅限于宋朝时期，他所标示的城南区域是新门、涂门街以南及德济门以北区域。这一

区域在元之后已被纳入帝国的城市管理体系之中了。

明以后，泉州古城还保留着宋元的规模，在“城南”，商贸交流持续进行，但光景大不如前，通过

江海进行的“贸易”，多转为民间，在官府范围内，被重新定义为“朝贡”，交流范围也大大缩小。元

代《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到过泉南，说这一带是“诸番辐辏之所”④。汪大渊１３３０年及１３３７年

两次从泉州随商船浮海，所著《岛夷志略》，基本反映了泉州海上交通的范围。这个范围的核心地

带，似为东南亚、南亚的岛国部分和大陆近海部分，但延伸范围则包括非洲东岸北段和红海的“西

洋”。明代，“泉南”依旧是交通要地，但贸易对象却缩小为施坚雅（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界定的“中

国东南宏观区域”（福建、浙南、粤东）内部⑤及琉球。到清代，城市的政治中心被武职部门陆路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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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２－３期合刊，１９８０年。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２－３期合刊，１９８０年。

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９４６－１３６８》，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９页。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８５页。
［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氏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军门取代，城市从“文治”转为“武治”，江海地区成为海防要地①，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往日不
再。城南商业虽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以行郊②为形式，以满足内需为目的，集中在德济门
外以南、护城河（天水淮）西北的“新桥头”等地。如今鼇旋宫附近尚存鹿港郊的遗址，另新桥头还
有１９６４年出土的海关遗址，其中有清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０９）九月所立的清海关《奉督抚两院示禁》石
碑，碑刻内容为揭露和取缔海关人员对客商横征和收礼的陋规。③

１９世纪中叶，随着厦门、福州“通商口岸”的设立，泉州的区域性经济优势再度下滑，其“市”的
内涵进一步减少，到２０世纪初，其形象已是一座保守的“老城”了。民国时期的古渡口被依次改造，

并重新编为第一至第九码头（东海乡竹街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内港航线及其码头依旧是市民源
源不断的物资生命线。④ 现青龙宫东侧的区域，原为农田，１９８０年代起逐渐建起了运输公司的公寓
宿舍楼，提供给工人居住。聚宝街的黄帝宫在这一时期沦为搬运公司的工具室，而富美境的万寿
路南段，多是码头工人居住的平房。另外据黄天禄先生所说，当时这条巷子叫“水巷”，售卖咸鱼
卤。根据文史资料的记载，“咸鱼起水后尚余留在船舱的咸鱼卤可熬炼成鲜甜的调味品———‘鯆
卤’，在那个连味精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市民排长队争相购买咸鱼卤成了码头上的一大奇观”⑤。

１９５０年代初，城南除了有大量搬运工人之外，还有生活相当困难的产业工人。泉州市政府为
了解决民众的饥苦问题，１９５２年开始相继办起了社会福利生产组、社（１６个），主要是组织手工业
生产。数年后，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使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改变单纯依靠国家救济而生
活，１９６３年由国家拨款，组织了２０个生产自救组。⑥

过去三十年来，泉州的城市面貌发生了两度巨变。１９８０年代起，城市东扩，越过原城墙划定的
城乡界限，进入本为农田乡野的地区。１９９０年代起，城市进一步膨胀，穿透四周的所有界线，按照
“打开大门、治理两江、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方针规划建设。不止如此，在环湾大城市建设框架
内，２０１１年，泉州行政中心在古城东方８公里外的海岸上矗立起来。设计者使行政中心所在地形
如一艘巨舰的舰首，泊靠于东海之滨蓄势待发。跟着行政中心东移步伐的，还有主要的医疗、教
育、房地产开发、商业机构，它们的新据点建成之后，古老的泉州，在功能上将为一座全新的滨海都
会所替代。而这一滨海都会的建成，将彻底结束泉州以大溪来连接海洋与腹地的时代，使聚宝城
南这一曾经的交通贸易枢纽地带成为“故事”。无论是１９９０年代“南片区”的叙述，还是过去几年
“聚宝城南文化生态园”的计划，都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提出的。正是在泉州“滨海都会化”的进程
中，复兴“泉南”宋元繁荣景象的愿景被畅想着。这种愿景可能早已深潜于精英与市民中，但作为
一种格式化的话语，其出现的直接背景，是１９７４年泉州后渚港出土宋船这一事件。正是在此之后
数年，地方文史界中出现过一轮研究泉州港市的热潮。以上征引的关于城市形态演变史的论述，

都是在这个阶段中提出的，它为后来的叙述和文化遗产的地理界定，作了奠基性的铺垫。与此同
时，不应忘记，也正是在“泉南”方位得以确认的过程中，对于与海岸保持一段距离的古城如何“通
海”这一问题，地方文史界也展开了研究。如１９７８年冬的一次考察表明，后渚港有数条通往泉州古
城的古道，其中有水道一条、陆路四条，水道的终点正是位于“泉南”南端的聚宝。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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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艺：《基于明清时期的泉州城市形态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

叶青：《泉州行郊点滴》，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２０辑，２００２年。

沈玉水：《近现代泉州海关》，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２０辑，２００２年。

吴健康：《泉州内港码头记忆》，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３０辑，２０１２年。

吴健康：《泉州内港码头记忆》，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３０辑，２０１２年，第３５页。

安永绥：《民政福利生产企业》，政协福建泉州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１１辑，１９９３年。

黄天柱、刘志诚：《后驻港通往泉州古道的调查》，《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４期，１９８０年。



三、文化生态园：美丽社区，美好生活

到我们开始实地考察时，聚宝城南的保护性规划，已从“古城控规”并经聚宝古街复兴计划，蜕
变为“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控规”“复兴”“建设”三个词汇，代表着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三种
态度：“控规”倾向于守成，“复兴”倾向于发展，“建设”往往被附加上定语，显示其“保护”与“开发”

的两面性，具有“控规”与“复兴”的双重性。拟定“文化生态园”建设计划的相关地方精英人士，因
袭了此前“控规”和“复兴”阶段的历史意象，其所定义的“文化”，正是聚宝城南幸免于现代性破坏
的、能够集中展现泉州历史上发达的海外交通、贸易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多元景象的那些方面。在
这一文化意象中，聚宝城南一如既往地被界定为世界各地的商船进入泉州古城的大门，在此地，聚
宝街、青龙巷、车桥头、来远驿等，完好保留的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通商贸易的遗迹，是
具有传奇色彩的“海丝故事”的物化演绎。

“生态园”又是什么？官方文件并没有清晰说明。不过，要理解它的所指，不能将“生态”二字
与“文化”分开。“文化生态园”中的“文化生态”一词，似乎与近年出现于城乡规划设计界的“绿色
设计”有一些关联。字面上看，它同社会学的“人文区位”、时下流行的“人文－自然生态”等说辞给
人的意象有关，可指文化与自然部分的生境。不过，我们发现，这个词的意思，其实与“人文区位”
“人文－自然生态”概念无关，它自身是不完整的，必须加上“园”这个字，才能表达制订者的本意。

而“文化生态园”是指分布、展示着文化的、“原汁原味”的园地；这种园地不同于新建的博览园，而
是在所在地原有文化脉络的环境内提升出来的，因此被形容为“生态”。这个意义上的“生态”，与
数十年来社会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持续关注的社区生活系统和人文区位系统，本应相互联系。早
在１９３０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指出，社区是人民、地域、文化构成的整体，文化是其整体的形态，它是
社区中的人民“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可分为物质文
化（顺应物质环境的结果）、象征文化（或称语言文字，系表示动作或传递思想的媒介）、社会文化
（亦简称为“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精神文化
（有时仅称为“宗教”，其实还有美术科学与哲学，也须包括在内，因为他们同是应付精神环境的产
品）。① 同时，社区的完整性，还与其包括的不同关联性相联系，这包括社区的外部关系、纵的或连
绵的历史关系②及其所共同构成的人文区位环境。

“文化生态园”这个词组，内涵的丰富性接近于“社区”概念，但它代表的设计，却与之存在着巨
大差距。聚宝城南文化遗产项目建设指导基地就设在德济门遗址对面、毗邻天王宫的一栋民宅
内。③ 据鲤城区副区长、项目负责人洪奕蓉女士的介绍，其正在实施的工作有三：１．房屋构件的更
新和改造；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临江社区的“海员俱乐部”改造成为博物展览中心；

３．社区营造，举办文化活动，激发社区参与聚宝城南项目的实施理念以打造“闽南文化生态园”，具
体内容如下：

　　项目以临江街道城南街区为主题，涵盖“一河三街”的生态布局（零点五平方公里），拟投
入五点五亿元，将在二零二零年二月五年时间里，以新桥社区的海员俱乐部旧址为中心（建设
非遗中心展示馆），以周边的“升平奏”南音社旧址、传统竞技体育南门国术馆旧址、富美宫、车
桥头、“明来远驿”遗址、海关口富美古渡水系和古榕树、百年古街巷、闽南传统建筑风格古厝
等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为载体，以古城居民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建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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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与功用》，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４３２－４３８页。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吴氏编：《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４７０页。

这座民宅正在成为天王宫与政府角力的敏感话题，祀奉天王宫的公婆巷人被全部搬迁到五堡。旧天王宫被拆，现在的天王宫为
新建宫庙，公婆巷人想要恢复天王宫的规模，故意欲购买临近的这户民宅，钱款已筹，但政府迟迟不予批复。



围墙的、开放性的“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①

项目组所制作的“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示意图”将这片区域划分为若干区块。其中，聚宝街为
闽南传统工艺展示区，青龙巷为海丝文化遗产展示区（茶叶、香、雕艺、陶瓷），万寿路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传习中心、闽南特色民宿街区，富美宫区域则为闽南传统竞技体育展示区（见图３）。

在江滨路与聚宝城南之间架设“城南旧事”艺术木栈道，既符合当下流行的海滨风情审美趣味，而
且以思乡念旧为主旨创造了兼具艺术与商业价值的通道。另据“示意图”所示，还在这片区域设立
若干展示点，包括物质遗产１１处、非遗传习所１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３２处以及自然遗
产１１处。物质遗产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的划分不甚明晰，有的建筑民居划为物质遗产，

比如李妙森番仔楼，有的划为展示点，比如徐光伟宅。另外，展示点不仅包括民居、商铺，还有文物
保护单位明来远驿、明清海关示禁碑，甚至教堂与宫庙等。

图３　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示意图

聚宝城南“文化生态园”的设计示意图，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建成之后，总体风貌和内涵

上，它将成为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的另一个版本。在实地考察期间，我们走访了这个街区，了解到

街区在唐开元年间即开始存在的青阳“五店市”所在地建成，汇集了具闽南特色的“皇宫起”红砖建

筑、中西合璧的洋楼及蔡氏宗祠、庄氏家庙、石鼓庙及布政衙、蔡妈贤宅、朝北大厝、庄志旭宅、宛然

别墅等一百多处老建筑。不同时代的建筑遗存，为街区营造了一个“闽南文化”的氛围，并被开发

成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地。完整保留的庙宇、宗祠，保持着举办民

间信仰习俗活动的传统。与此同时，在不少建立于明清和民国阶段的“老式建筑”里，开发公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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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项目指挥部：《聚宝城南———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城南旧事》“扉页”，（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



引进了旅游、休闲娱乐、书店、咖啡馆、美食等服务企业。“闽南”和“时尚”两个词汇，引导着街区建
设的方向，使之成为一种杂糅了本地传统与外来时尚的地方。无论是五店市的现有景象，还是聚
宝城南的未来图像，都既仰赖地方文史界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又依靠正在成为主流话语的“传统复
兴”观念而成就自身。不过，仅用话语分析来解读它们，会使我们忽视这类园区的生活属性。因这
类园区既与近年渐渐在各地实施的“美丽社区”建设计划紧密相关，又表达了新兴中产阶级人群中
以“美好生活”为名义来提升文化品位的愿望。

实地考察期间，我们还参观了一些将“闽南”与“时尚”结合起来服务于特定人群“美好生活”的
商店、酒吧、茶馆、客栈、书店。我们的印象是，无论是服务商还是消费者，“闽南”与“时尚”这个被
我们堪称是对反的概念对子，在当地精英思想中并不矛盾。泉州这座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与年轻
一代，正身体力行，以“对立统一”的态度，实践着他们理解中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表达了一种
对于延续传统与接纳异域文明的双重期盼。

这种“杂糅型”的文化观念，得到了广泛接受。不仅是我们访谈的官员与文史专家有这个观
念，而且在某些中年商人阶层里也有这个观念。在聚宝街，我们走访了一位商人，在他的住所里，

我们看到，客厅正中有一幅巨大的水彩画，画的是聚宝城南的旧影。无论怎么看，我们都发现，这
幅画描绘的聚宝城南，既像江南名镇周庄，又像意大利威尼斯。画家对于这个区域的历史显然有
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想象。而那位商人告诉我们，他理想中的未来聚宝城南，就应该建成那个样
子，而对他来说，“那个样子”正是聚宝城南的真实过去。我们还得知，这位商人是主张重建街区的
活跃人士之一，他主张恢复街区原有的水道，拆除那些快要倒塌的破旧房屋，扩建当地的地方庙，

美化当地的商铺，使他的老家回到过去辉煌的“美丽社区”状态中去，重新成为泉南胜景。

对于泉州出现的建设“美丽社区”、打造“美好生活”的运动，我们意识到，这是有一定历史基础
的，作为一座有发达海外贸易而又有许多正统规矩的城市，泉州有着开放与封闭的两面性，而把
“闽南”和“时尚”结合起来打造“美好生活”的运动，无疑与这一传统的杂糅性有关。我们也乐见提
升生活文化品位的种种迹象之出现，在我们看来，这给生活增添了一些舒适度、美感与享受，并通
过生活把自己融入历史中。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礼仪之邦”、往日不再的中国，是有充分
必要性的。

然而，我们的这一乐观态度，却也没有妨碍我们认识“文化生态园”所被赋予的“美丽社区”“美
好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文化生态园”建设的推动者，致力于通过“美丽社区”“美好生活”的塑造，

重建其视界和愿景中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不同于我们一般理解的作为历史总体遗产的文化基
础的传统，它极具主观选择性，实由选择者从过去遗留或积累的象征、习俗、制度、建筑、艺术品、生
产工具、交换媒介和货品等甄别筛选出来的事项与符号构成的，而这些事项与符号一经选择，即获
得了不同以往的意义。这种“传统”必定忽视以至排斥历史遗留或积累起来的另一些事物与符号，

将之“置之度外”，诱导出一种比文史研究本来已有的局部性历史解释更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而
这种历史记忆，往往源自于历史忘却。

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具有主观选择性的“传统”存在的“历史忘却”问题。“泉州
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建设计划，相比出现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相似计划而言，对所在社区既有的历史
性和物质文化性基础，有更鲜明的尊重态度，然而，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设计示意图的区块划分并
未充分体现聚宝城南的基本历史事实。为了凸显聚宝城南在海上贸易所曾扮演过的角色，似乎有
意淡化这个“城乡结合部”曾有过的农耕文化因素，因而在“示意图”上，清代的车桥头水利碑被排
除在外，并被划入了没有内涵的物质遗产类别中。

四、古老的“城乡结合部”

在实地考察之前，我们委托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萧彩雅馆员对聚宝街的历史加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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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据其完成的“聚宝街地理位置及相关资料”报告①，唐五代时期，现“聚宝街”的区域属一片称为
“南洋”的田地和被称为“天水淮”的区域。宋时，该区域归属晋江乡，为登瀛里。元时，聚宝街所在

地为贸易繁盛区域“南关”，归晋江县三十五都管辖。明时，这个片区依旧位于德济门城外，属晋江

县三十五都，周边有车桥市、新桥市，设有来远驿。清时，该地因铺内汇聚泉州城诸濠津入晋江大

溪，被赋予南门“附廓”聚津铺（里）的地名。可见，历史上的“聚宝”，系属城南的“城乡结合部”，为

帝制下的乡村地方行政单位所管辖。宋以后，此地贸易繁荣，随之被城市化，到了清代，已设“附

廓”加以管理。

通过淡化聚宝城南“城乡结合部”的演变历史，“示意图”将自己的文化意象抽离于聚宝城南的

社区结构、文化历史变迁状况之外，进而也淡化了“城乡结合部”在古代城市的“乡”与“市”孕育方

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与此相关，“示意图”在强调以至夸大聚宝城南在古代海上贸易中扮演的角

色之同时，却轻描淡写聚宝城南通过内河水系将府城与腹地连接起来的枢纽作用。关于泉州城的

水系，清代史地专家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第九十九卷中有如下记载：

　　城内有濠颇深广，萦洄三面，独东北阻山麓无濠。濠本在城外，元末拓城，城南濠因入城

中。城有门六，水门一，隆庆二年增为三。周广皆因元旧。②

顾祖禹所记录的水系，是环城濠的部分，在他所处的时代，泉州城除东北隅因盘石十余丈而地

势高昂水不能与西南临江相通外，余均三面环水。

泉州城的水系除了环城濠之外，另有八卦沟。八卦沟分布在通淮门水关至临漳门水关之间，

长２．６公里。１９２０年代，为便利交通，在主干道路跨越八卦沟处，市政部门曾以石板或钢筋水泥覆

于沟顶，使部分沟段变成涵洞或阴沟。八卦沟与环城濠的水排于破腹沟中，破腹沟乃是晋江分流，

北起新门外笋江，沿城西南流经临漳、通津门外，至金山汇于晋江。破腹沟就是聚宝城南的重要贸

易运输通道———笋浯溪，虽然现在它已沦为排污泄洪的水道，但是直到１９６０年代，还一直是一条重

要的内河运输通路。

据新编《鲤城区志》，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公路尚未完全恢复，大批物资仍靠晋江内河承

运。１９５３年，晋江地区成立泉安用木帆船运输联合社，设６个分社，共有内河船舶６４１艘、２４０２吨

位。到１９５６年，晋江内河运输大道进入鼎盛时期。③ 据富美宫负责人之一的黄天禄先生介绍，内

河山区的“安溪船”直到解放前都停泊在一堡宫前售卖杉木、粮食、猪肉等，而另一面来自海洋的船

只则在顺济桥下停泊，货物放置在木板上，顺流漂向溪水，沿着笋浯溪至五堡，五堡商铺则直接从

木板上用吊绳吊起货物而无需卸载。转折点是１９６７年，当时，沿河兴修水利使得莱州北航道土地

后段、五堡内河码头被金山水闸卡段，内河运输量逐年下降，船舶减少，船工改行。另，在聚宝城

南，也就是笋浯溪入晋江所形成的滩涂区域，存在过数个渡口。聚宝街沿江区域即是泉州港古渡

口集中的区域，如车桥头、富美、厂口、后山等处都曾设有古渡口。这些渡口与相应的“境”、公庙形

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富美境，对应富美渡口与富美宫，相应地后山境对应后山渡口与后山宫。这

两个境又恰恰分属东西佛不同的祭祀仪式联盟④，所以黄天禄先生告诉我们，“我们（富美）舞狮，他

们（后山）舞龙，不能混淆的”。两境之间不仅在民国时期发生过一起因仪式而生的械斗事件，而且

渡口所卸载的货物也绝不能混淆，相应货物的船只，必须停泊于相应的地点。

在“闽南文化生态园”的设计理念中，为了体现聚宝城南渡口体系的特点，项目组提出了在当

地建设“海员博物馆”的设想。这一博物馆计划在所谓的“海员俱乐部”的基础上翻建，而所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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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萧彩雅：《聚宝街地理位置及相关资料》（未刊稿），２０１５年。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４５１５页。

泉州市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鲤城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９页。

阮道汀等：《略谈泉州“东西佛”械斗》，鲤城区方志办、鲤城区政协文史办合编：《泉州文史资料１－１０辑汇编》，１９９４年。



员俱乐部”，实为运输公司。运输公司是１９８０年代由搬运公司合并而来的，而搬运公司的公司制形
式与清末民国时期的铺境渡口文化已是相去甚远。在聚宝城南靠近晋江的岸边，沿顺济桥向南，

依次设立古渡口，形成了独特的渡口体系。在《鲤城交通志》的分类中，这是泉州四大港口中的老
港区，被称为“泉州内港”。内港既有内河运输，也有海运。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天水淮中，指明了一条重要的勾连城内壕沟与笋浯、晋
江的水系，即天水淮。其记述如下：

　　天水淮，府城东南。其地曰南洋，田滨海，苦咸卤。唐大和三年，刺史赵棨鑿清渠，作三十
六涵，纳笋、浯二水以灌田，凡百八十顷。取赵姓望名曰天水，方言谓淮为圍，俗谓之下圍，后
陈洪进改曰节度淮。宋守曹修睦亦尝浚治，别营三涵，以便启闭。《志》云：郡东南水门旧曰通
淮，以泄城中潴水。先是城内废河与外濠绝，距淮远。宋治平三年，夏潦水溢，屋庐崩坏。越
二年，守丁瑓穴城为门以通淮，疏潢汙纳之外河，自河注之江，江潮通河，便于舟楫。百货贸
迁，皆至于市，因名门曰通淮。元季拓城，通淮门之地在城内，改建门曰南薰。嘉靖中，改门名
曰迎春。隆庆二年，守万庆重浚城内外沟河，立临漳、南薰、通淮三水，门城中诸水皆引流入
淮，合附近群川达东山渡，入于晋江。①

据顾祖禹，天水淮是引笋浯江水灌溉城外田地的水利设施，这个设施建立之前，已有农田，这
些农田因直接临海，所用之水咸卤而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应农耕需要而设计
的。对于城南的聚落居民如何与新建的水利设施形成关系，缺乏直接的历史记载。然而，参照同
时期泉州以北府城莆田沿海地区水利建设情况②，可以猜想，天水淮建成之后，水利的管理和运用
与田地的围垦，主要由当地宗族大姓来进行。这些世家大姓，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也相继受到佛教、理学的影响，最终，围绕里社制度，形成了自主的祭祀体
系。宋代虽设有东南水门泄洪，但因距离城外壕沟远，城内水溢便导致房屋崩坏。直到丁瑓任太
守时（１０６８年），才将城内河流与城外沟渠相连起来，“疏潢汙纳之外河”，因此“通淮”也有联通城外
“天淮水”的意思。明隆庆二年（１５６８），南城的临漳、南熏、通淮三水起的作用，变为“门城中诸水皆
引流入淮”。

民间编修的《泉郡富美宫志》中有一幅《清末富美宫环境示意图》③，上面标示出了德济门外“天
水淮”的水系（见图４）。辅以上引顾祖禹提供的信息，可知天水淮乃是城外壕沟。德济门外的瓮城
门开在东面（公婆巷提供的图亦可辅证），壕沟顺流向笋浯溪，而沿临漳门、南熏门的这一段城墙的
壕沟也是利用了天然屏障———笋浯溪。现在将车桥头水系视为护城河，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旧
时护城河已经渐渐变为了内壕沟，比如温陵路段的壕沟。车桥头水系，原是唐朝刺史所扩的天水
淮之一部分。随着宋城的建立，通淮门首先建立水关与此水系相连，后南熏门、临漳门将笋浯溪的
天然屏障作为护城河，而德济门则又开凿壕沟连接了城内水系与城外笋浯溪。现在这一条支系河
流已变为阴沟，只在德济门遗址处可瞥见一二。

如果顾祖禹对天水淮的判断无误的话，这意味着历史的演进应当是经过了如下两个阶段：

１．为了灌溉农业的需要，唐时开凿天水淮水系；２．宋代将内河与外城的天水淮联通，使舟楫通行。

这也就意味着，城南的发展，先是以农耕为主的，到了宋代，其在水系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才得以最
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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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４５１９页。

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郡富美宫志》，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编，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３页。



图４　清末富美宫环境示意图

　　隘南社区曾于２００９年进行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该调查涉及民间文学内容，搜集到聚
宝社区的众多历史与传说，其中一则“龙须澳的故事”生动讲述了聚宝城南与水有关的故事。传说
中的龙须澳是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它正是车桥头水系（天水淮之上）。传说强调，清朝的《重修南
涂二关外水利碑》大石刻上记载有龙须澳。据该传说，龙王与龙太子来此游玩，路遇玉皇大帝，于
是结伴同行。视察人间的时候，玉皇大帝称赞“黄帝”守孝道、有道义，老龙王则称“大禹帝”是他们
的祖宗。亲属关系是人界与神界建立最忠诚可靠关系的方式。龙太子痴迷于此处的盛景，于是走
在人群的后面，留在了此处，化为了“青龙巷”。南面的河道称为龙须澳，即“龙太子吐气汲水”的地
方。龙须澳的传说，暗含了聚宝城南人（或青龙巷）在面对周期性洪涝过程中所想象的陆地与水的
关系。洪涝固然来自于海洋，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想象成可怕的、作恶的海神，而是温文尔雅的、

强调人与神存在亲属关系的海神，甚至海神的子嗣———龙太子不愿意回到海洋，而选择留在了陆
地上。这表达了海洋对陆地的倾慕与友善。另一方面，龙太子是没法失去水而活的，所以紧挨着
青龙巷的河道对于龙太子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陆地也离不开海洋，陆地的繁荣需要海洋之水的
灌溉。源源不断的水的意向，既包含农耕丰产的含义，也象征着从海洋而来的船只、商人带来的财
富。因此，龙须澳可谓是陆地与海洋亲和关系的印证，是陆地与海洋在一种长期博弈、竞争之中形
成的友善通道。

如今，聚宝城南沿江一代，依稀可见多处装载卸货的码头，这让我们想到了斯波义信笔下的宁
波①。对我们来说，古代泉州与宁波一样，除了有发达的海外贸易之外，还起了地区系统的中心城
市作用，聚宝城南，既是繁荣的海外交通的枢纽，又是使中心城市与腹地紧密联系起来的关键节
点，在此地，劳动的分工、各地不同的产品及需求和消费的差异，得到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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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五、从水系和境看社区人文区位形态
“闽南文化生态园”的规划设计，考量了所在社区的“人民、地域”因素，然而，其所关注的、本该

作为社区核心方面表现的“文化”因素，却与社区本身缺乏直接关联。“闽南文化”本依闽南语的分

布范围来确定，作为一个文化区，其核心范围在福建南部的泉州、厦门、漳州等地，中圈在东南沿海

宏观区域及台湾、澳门，外围涉及东南亚以至更远的移民社区；内涵上，与具有福建南部地域特色

的方言、建筑、民俗、工艺、宗教、民间艺术形式、饮食等相联系。聚宝城南位于闽南文化区的核心

范围内，其地方文化无疑富有闽南特色，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地方文化，植根于本地人文关系史的

土壤中，与广义“闽南文化”不能等同。如到访聚宝城南的学者王军所言，“城南历史街区的街巷肌

理完整，留存文物丰富，原住居民爱乡护土。这片街区历经城镇化高潮而得以幸存，令人惊喜”①。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文化”是指生活世界的整体形貌，那么规划了的“泉州闽南文化生态

园”，与此关系不大，更甚者，它将带来这个意义上“文化”的某种并不令人乐观的改变。这一“文

化”，表面上是地方性的，实质上与当地生活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差异甚大。

现泉州辖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及晋江市。聚宝城南属于鲤城区下设的临江街道，

街道下设社区，聚宝城南恰好横跨了新桥、隘南两个基层社区单位。新桥街的名字与顺济桥（又称

新桥）有关，而隘南街则是因为街道毗邻大隘门的南面而得名。新桥社区原由临溪社区与旧新桥

社区合并而成。临溪社区南至刑侦中队，东至聚宝街，向西穿过水巷尾，向北至万寿路的北段，再

向西穿过竹树巷与旧米铺巷。旧新桥社区则是北至土地路，东至聚宝街，包含中山南路、宫塔巷、

基督教聚宝堂在内的区域。隘南社区则涵括了聚宝城南余下的聚宝街东部、青龙巷、天后宫、德济

门遗址区域。新桥社区常住人口１５５９人，流动人口４０６人；隘南社区常住人口２４９６人，流动人口

８３０人。

新桥社区与隘南社区为基层行政单位，二者均在１９５２年才成立。这样的“社区”，不是我们在

人文区位学研究上所说的“社区”，因我们所说的“社区”，与基层政权关系不大，它特指特定区位具

体的人的生活世界及其文化形态。举一个例子说，我们在实地考察过程中造访过一位称之为“李

妈”的普通妇女，她居住在宝海庵附近，年近７０，育有三子，大儿子、二儿子外出做生意，小儿子留在

身边，与自己同住。年轻时，李妈是晋江从商之家的大家闺秀，后来嫁给聚宝城南一个从商之家的

儿子。１９５０年代，实行公私合营，生意没法继续做，李妈就到临近的工厂上班，丈夫则去另一个工

厂上班。不想，丈夫早逝，李妈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地生活，后来大儿子“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下

海经商，获得财富，二儿子跟着三儿子也闯出一片天地。退休后，李妈做的事，主要是去寺庙烧香

拜佛。李妈说，她年轻时，也要办家庭祭祀活动，但主要是拜祖宗，因当时寺庙还没有重建。这二

十多年来，周围的寺庙逐渐兴起，除了拜祖先外，李妈还定期去几个地方祭祀。因为距宝海庵最

近，所以她去那里最勤，然后是后山宫，最后是富美宫。后山现在仍有“水普”（沿水道举行的祀鬼

活动）活动，李妈也会去参加。水普的日期是阴历七月二十七、八月十七，主要是超度溺死于水中

的孤魂野鬼。其余的日子，如富美宫的五月十七，是富美宫主祀神萧太傅的诞辰。后山宫的六月

十八则是主祀神之一康大巡（元帅）的寿诞。宝海庵的节日周期完全是按照佛教徒对佛历的遵守：

二月十九观音生辰，六月十九观音成道，九月十九观音出家，十二月初八则是“佛成道节”的日子。

总之，李妈虽然去宝海庵次数最多，俨然是个佛教徒，但她依旧坚持要去周围其他两宫的主神寿

诞，甚至连后山的水普活动也会参加。对她来说，节庆的周期占满了她的生活世界，她的生活节奏

也由这些节庆所调整着。加上每月初一、十五的“扫宫门”，她偶尔要到公庙里参与相对简单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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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军：《关于泉州城南历史街区保护的意见》，《福建文化调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式活动，初二、十六土地公生日，她则必定前去祭祀。除了公庙的祭拜之外，李妈最常做、也最熟练
的就是祭拜祖宗了。李妈说，这些都是她来李家做媳妇后跟婆婆学习来的。李氏每位祖宗的生
辰、逝世日期都要记得清清楚楚的。除了生辰、逝世需要摆筵席请客、做功德之外，每月的初一、十
五都要奉上祭品。这样忙忙碌碌，不知不觉过了快一辈子。

李妈眼下有个非常烦恼的事情，三个儿子都很孝顺且常回来看她，但孙辈却都选择在别的城
市、甚至别的国家定居了。这不仅意味着她很少有机会见着她的孙辈，而且还意味着她死后的家
户祖宗祭祀成了问题。李妈说，体谅孩子们的处境，所以她决定死后将骨灰拿到宿燕寺去，这样可
以由和尚天天念经，又有香油，可以不必初一、十五、生辰、逝世日跑来祭祀了。她说，还要把现在
还留在家户中由她自己供养的丈夫的灵魂一起带过去。

家户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房屋这一共同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家户共享了一套供养的祖宗体
系。近十年以来，泉州城内的开元寺、承天寺相继提供类似李妈这样情况的祖宗供养服务。这暗
示着，某种变迁正在进行着，家户要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了。李妈这一
代人还积极地在公庙的集体活动与家户的祖宗祭祀活动中来回穿梭，生活便由谋生的一面与死亡
的一面共同构成。同时，她的生活节奏也由周围公庙的节庆周期有序地调节着。

从李妈的例子可以看出，“社区”对她来说，不是基层行政单位规定的那个范围，更不是通过这
个单位来传播的“新文化”，而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个社区，跟她的家和家里的人和祖先是紧密
相关的，牵涉到人的福利。她的家人生活轨迹各有不同，但通过家与她自己通过祭祀活动而形成
的社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李妈罗列的那些时间段及她定期去往的寺庙，构成时间节奏及空间
节点，它们融合之后，成为环绕并守护她的家的“环境”。这个“环境”是由一个更大的“环境”环绕
着的，其中包括李妈说她去世之后想去的佛寺。

在聚宝城南，人们便是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空间中的，这些社区空间，“核心圈”有时候是“境”，

有时候是“巷”，有时候是“街”，其中“境”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它们恰是李妈这类人物生活世界的空
间节点。

“境”是民间祭祀空间，但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氛围中，在聚宝城南，与此地历史上的水系关
系密切。对这点，李妈并没有同我们多说，而对于短暂访问聚宝城南的外来游客来说，兴许也并不
是很容易理解。被圈入“闽南文化生态园”的区域，北边早已在宋元时期被城墙包围，而近代以来，

随着陆路交通对水陆交通的替代，区域内的不少水道被石板和水泥板覆盖，变成路面。区域的南
边，现被一道水泥防洪高墙拦住①，遮挡了聚宝城南与晋江大溪相望的视线，而近期在东南边耸立
起来的新建商品房大楼，则使园区彻底变成了高楼大厦的“天井”。然而，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
解读，我们却又可能回望历史，看到聚宝城南的过去。作为临近大溪及大溪入海口的“城乡结合
部”，历史上的聚宝城南，的确有如江南水乡，处在海陆之间，农、工、商共生，活跃着士绅人士和民
间社团。“境”正是不同行业和阶层迎神赛会、定期创造社区公共性的社会单元，它们在临水之地
或跨越溪流的桥梁上建成，与水系相得益彰。

泉郡附廓有三铺十境，包括东门驿路铺、南门聚津铺、新门柳通铺。南门聚津铺下辖水仙、富
美、聚宝、青龙四境，铺因汇聚泉州城诸濠津入江而得名。② 在《泉州城区八卦沟综述》一文中，陈垂
成将今之聚宝城南水系划在“南门沟”的范围内，指出此地的沟，有两支，一支从天后宫东的池仔墘
沟，集纳义全、龙汇各池水，导出南门水关，汇集天王城边沟过新桥头后沟，越塔堂宫口抵竹树港
沟，出海关口入晋江大溪；另一支，则从天王城边沟东端，南下湖岸头注于港仔墘沟，西折至富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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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代起，为了防洪的需要，政府在聚宝城南外沿筑起了防洪堤。防洪堤有其实际作用，但它却在物质空间上切分了陆海，深
刻影响了长期与水世界打交道的沿海居民。

泉郡天王府宫理事会：《泉郡天王府简介》，２００４年。



口出晋江。① “南门沟”水系的形成年代不易考证，但有证据表明，南宋拓建翼城之前，城南全是海

滩地和池泊地，南宋至元，被圈入城内，开始演变，今貌估计形成于明清。② “南门沟”两个支流，与

南宋城建及天水淮体系的形成有关。在今日聚宝城南，在“南门沟”水系上，则分布着至今仍活跃

的宫庙。

上面提到的水仙境，范围大致包括南门兜、城楼巷、公婆巷、天王城边、湖岸头、横街、路角头，

境庙在南门兜壕沟上，西向，面临街上的水仙宫桥，主祀水仙王。在德济门遗址的壕沟处尚存一块

水仙宫桥的石板。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动这块石头，所以它一直留在里面。为了让我

们理解的更为深入，这位公婆巷的“地方人”还邀请了从事道教研究的同乡，向我们解释了水仙王

的奉祀。水仙王，大多设在临水区域，泉州城还有平水庙、水仙宫主祀水仙王，也有的奉禹王、宴

爷，亦有奉屈原、伍员等。公婆巷人既然隶属于水仙境，但不自称为水仙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

是，该境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历次城区改造中消失了。

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一些旧有的社区会像水仙境那样衰落，但另外一些则“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当下，“闽南文化生态园”所在地，多数境庙在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得以重建返修，如富美宫、

后山四王府宫、黄帝宫（文昌宫）、青龙宫等。其中富美宫、黄帝宫（文昌宫）以及青龙宫分别隶属三

条南北向的街巷万寿路、聚宝街与青龙巷（见表１）。

表１　聚宝城南各主要宫庙表

时间 宫庙名 现主祀奉神 原主祀奉神

南宋１１９６年 天后宫 妈祖、哪吒太子、广泽尊王 妈祖

北宋１１２１年 青龙宫 吴夲 吴夲

始建年不详 黄帝宫 黄帝（文昌帝）
中央帝、康元帅、水德星君

（清同治碑刻）

明代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 富美宫 萧太傅 萧太傅、关帝爷

清光绪年间 后山四王府宫 康保裔、玉公辅、李大亮、周铭中 无

北宋９８７年 宝海庵 佛 佛

始建年不详 金洲寺 佛 佛

始建年不详 鼇旋宫 观音菩萨、龙女、关公、善财、韦陀、地藏菩萨 不详

富美宫位于“天水淮”出口之一的富美渡头，因为在闹市后面，俗称“后富美”，方言讹音“后母

尾”。原来富美宫在渡头边的大榕树下，原系居住在港仔墘的萧姓族人所在地。③ 相传，富美宫建

于明正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间，而据清道光辛巳年（１８２１）所立之《重建鼇旋富美境武圣殿萧王府行

宫》石碑记载，公庙碑额用“武圣殿萧王府行宫”之称，可见因奉关圣才有“武圣殿”之设，而萧太傅

有汉代儒宗之赞誉，故奉在同一殿堂，称“关萧二夫子”。④ 清道光辛巳年重建后，富美宫供奉萧太

傅为主神，配祀廿四司，还奉祀文武尊王苏、柳、李三夫人。

后山四王府宫建于清光绪年间，其所在的后山乡一度瘟疫猖獗，受染成灾，先贤公议请神镇

瘟，以保平安，于是往晋江池店许坑古灵殿请四大巡分灵来此立庙，这四大巡即康保裔、玉公辅、李

３４聚宝城南：“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

①

②

③

④

陈垂成：《泉州城区八卦沟综述》，周焜民主编：《泉州古城踏勘》，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２－３期合刊，１９８０年。

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郡富美宫志》，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编，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３页。

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郡富美宫志》，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编，１９９７年，第５－６页。



大亮、周铭中。宫之右殿又供奉圣母妈、魏大帝，左殿供奉土地公、唆啰嗹（用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进
行的驱邪洁净仪式的龙头木雕），两侧还有班头公，另在溪墘供有渡头公，但宫中龙船已毁。

青龙宫始建于宋高宗绍兴年间，据称为公元１１２９年建成，宋元称真人庙，明清称帝君宫，民国
则称青龙宫。宫内有保生大帝神像一尊，在其左侧地上奉有一尊青龙宫鸟官爷（熊头），左侧则是
鲍郭二夫人、相伴舍人，右侧是汉代温王爷。另外配祀有青龙慈济宫三十六官将、青龙宫班头爷及
福德正神。宫的两侧石碑上分别刻有与南宋幼帝有关的陆秀夫与文天祥二人。

黄帝宫主祀与配祀发生过相当复杂的变化。２００８年复建此宫的时候，从左至右排列的神祇是
康元帅、文昌帝君、黄帝、大禹水德星君，在这四位神祇前方依次是中路财神爷、中央帝以及南门关
帝爷。虽然配祀、主祀关系复杂，但可以基本推测土地爷曾经是此宫的主祀。

包括水仙宫在内的五座公庙，各自之祀神明显存在主祀与陪祀之分，但内容繁复，类型颇多。

清以来，这些公庙清晰地对应于境的条块布局。但其祀神的综合性，让我们想见，在更遥远的过
去，聚宝城南各境内部，既存在宗族、同乡会、帮派、街坊区分①，又存在神明会、祖公会、共祭会层次
不同的“祭祀会”组织②，祀神繁芜的境庙，很可能是这些区分和层次叠加的产物。

聚宝城南的宫庙所祀主神姓名各异，历史渊源不同，内涵繁复，但还是与更大范围内的信仰空
间存在着有迹可循的关系。富美宫是闽南文化区萧太傅信仰的源头，黄帝宫所祀之“中央帝”没有
清晰的地域神庙轨迹可寻，但其配祀的康王爷和水德星君，则与泉州水岸信仰圈息息相关。这两
座公庙的“配祀神”及其他三位主祀神，来源多可追溯到其他地方的“母庙”。作为这些“母庙”分支
出来的“分香”，这些祀神的祭祀，包括了回归“母庙”或向大庙的进香拜谒仪式，这些仪式，将祀神
所保护的区位，与更大地理空间范围的“圣地”联系了起来。③

这些神庙有搜罗周边失落的祀神，并以各自为中心赋予所在区域以某种宇宙论秩序的传统。

这一传统，当下依旧被实践着。最典型的是黄帝宫。该宫原来主祀土地公———可能是历史上的南
门土地公，配祀有水德星君、康元帅。宫里存有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４）碑刻，记载说“聚津里路角宫
崇奉中央帝康元帅水德星君由来久矣”。此外此宫还奉祀“南门关帝爷”。关于诸城门关帝庙，吴
藻汀先生在《泉州民间传说》中记载了相关传说，说破坏风水的江夏侯周德兴在离开泉州时，善心
大发，告诉泉州信众，要在各个城门奉祀关帝爷，来挽回风水的劣势，诸城门关帝庙于是得以兴
建。④ 皇帝宫所祀“南门关帝爷”，可能来自衰落后的城门关帝庙。１９５０年代位于此宫之南的文昌
宫破败之后，文昌帝君像先藏于民间，后也移至此处祀奉。而黄帝则是２００８年重建时，增入庙中的
新祀神祇，含义取自“中央帝”（原来可能指土地公）。在黄帝宫的宫门两个大柱子上刻有红字对
联，应是成于民国，对联上写着：“龙左鳌右德奠中央，昌南济北帅拥大禹。”这反映了以黄帝宫为中
心的区位宇宙秩序：黄帝宫的左边（东）是青龙溪的青龙巷，右边（西）是鳌江边的鼇旋宫，南边是文
昌宫，北边是顺济宫；在这南北东西的宇宙秩序中，作为坐拥中央帝、水德星君的黄帝宫坐拥中央。

聚宝城南的境庙，与所在区域中与水系有关的“标准化”大庙天后宫⑤也有关系。处于聚宝街
之北的天后宫，“在正殿前东、西两侧，前连双阙，后接角亭。现西廊圯毁，东廊尚在。旧时两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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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格洛珀：《一个十九世纪台湾海港城市的社会结构》，［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
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法］施舟人：《旧台南的街坊祀神社》，［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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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香港）天行健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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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司，东廊十二司，西廊十二司，奉祀天后辅神及其他从祀神祇”①。“妈祖辅助神二十四司”

中，配祀妈祖的，有哪吒太子爷、广泽尊王，富美宫主祀的萧太傅、配祀的文武尊王，后山四王府宫

主祀的四王爷，黄帝宫在清代同治碑上记载奉祀过的中央帝（土地公，福德正神）、康元帅、水德星

君，而其南面的文昌宫则主祀文昌帝君以及天王宫主祀的（天）温王爷。“二十四司”的不同部门各
司其职，如水德星君，司天下水的调节，文昌帝君司文运，哪吒太子司青少年成长，文武尊王则司忠

义，其他王爷则负责体察人间善恶。各神祇各司其职，辅佐妈祖天后。②

关于庙宇历史，天后宫宫门口的介绍牌上提到，天后宫崇祀海神妈祖林默（９６０－９８７年），“有
灵异，常拯人于溺”，因而被历代帝王、官府、百姓奉为海神。这一介绍牌还说，天后宫地处“筍江、

巽水二流之汇，番舶客航汇聚之地”。巽水应指新门街、涂门街外围的护城河水沟———八卦沟，筍

江则应指唐朝刺史赵棨凿（天水淮）引入泉州城的晋江支流，这两条水道交汇之处应是德济门遗址
附近的区域。《泉州府志》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觉全梦神命作宫”③，看来，其最早的建设，是“自

下而上”的过程，与一个名叫“浯浦”的地方直接相关，而时至今日毗邻的天王宫仍使用“浯浦”称代

自己，是“城乡结合部”交通商贸发达的地方。康熙年间，天后宫被敕封“天后”的封号，神格升高，

辅佐神的体系也随之日趋完善。天后宫自德济门建成之后起，有个“走向民间”的过程，它向聚宝

城南一带的民间公庙传递了宋元泉州海外贸易史记忆，同时也接纳自民间而来的神明系统，令地

方公庙祀神成为天后的“护法”。

此外，引起我们关注的，还有聚宝城南中消失的巷道。在万寿路的西侧，有竹树（秋）巷、米铺

巷及宫塔巷三条巷道。宫塔巷在聚宝城南文化遗产的地图上被标示了出来，但其位置曾发生过改

变，而其余两条巷子则在地图上消失了。竹树港是内山、安溪、永春、德化、南安山货转运集散地旁
边的海关口渡头，停靠安溪船（内河船）。当时主要燃料是木柴、木炭、毛竹、秋尾，还有如德化瓷

器、碗、匙、粗纸、竹叶等山货。土地前有许多柴炭店，买卖竹、木、炭，烧砖、瓦片、陶瓷的窑，需用大

量“秋尾”作燃料，“竹树港”由此得名。“米埔”则是大米等粮食的批发市场。泉州南门“万元木”陈
氏因经营大米而称富商。以前，米埔是佛教“鳌旋宫”的白塔林（有许多白塔），故称“宫塔巷”（亦称

塔堂宫），现已是宽９米的大路。鼇旋宫是一座佛寺，寺由师傅、阿姑及信众一起打理，原先的宫庙

占地面积很大，但现在仅存２０平方米左右的小开间。据寺院师傅介绍，鼇旋宫建宫之初也有镇水
尾的功能，这条水脉即名为鼇江。鼇旋宫正坐落在新桥西南流向的天水淮的中段。如果宫后巷道

如传说所言，因有许多白塔而名为宫塔巷，那么可以猜想，它的历史或许与宋元的海外贸易有关。

我们从《清末富美宫环境示意图》中发现竹树港的入海口标有“海关口渡口”，而米铺巷的入海
口则又有“观音渡头”的字样。再者，根据我们对富美宫理事长黄天禄先生的采访，米铺巷曾有一

座小庙，内奉神祇不详，后古渡口被拆，庙宇被毁，就自然沦为备受冷落的社区了。与此相应地，富

美宫与后山宫即使渡口不再发挥功能，但是境庙仍然活跃，香火依然旺盛，因此富美人与后山人还
保持着极强的“社区”认同感。

总之，聚宝城南诸社区，与水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事实表明，正是在特定区位的特定

生境中，人文关系得以形成。这个区域是“城乡结合部”水系最为发达之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长
期要与水这个既带来财富、又充满风险的物质相处。古人谓泉州人“以海为田”，就是说，自他们从

中原迁徙而来之后，便不能再完全依赖土地来生活和积累财富，他们此时所在的土地，只有规模相

对小的平原与分布广泛的丘陵山地。农耕土地的不足，使他们转向水中讨生活。水的流通性能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这众所皆知。然而，与此同时，水患、风灾与通过水系传播的疾病，历史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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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炳元：《天后宫规制与建筑艺术》，泉州闽台关系博物馆编：《泉州天后宫》，１９９０年，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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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黄炳元：《天后宫规制与建筑艺术》，泉州闽台关系博物馆编：《泉州天后宫》，１９９０年，第６２页。



频繁发生，显现着水潜藏的危险。与泉州古城其他公庙一样，聚宝城南的境庙所祀神明，负有“保

境安民”的使命，在一个以靠水的世界生活而又充满水的危险的地方，其使命在于护佑水陆交通及

禳解与水相关的灾祸。铺境庙奉祀的地方神明，由古代忠烈圣人崇拜演化而来，这些神明普遍具

有护佑与驱邪禳灾的双重能力，故他们被放在水系附近供奉，有深刻的“民间生态学（ｅｔｈｎｏ－ｅｃｏｌｏ－

ｇｙ）理由。正是在特定区位中人与物质世界间关系这一核心环节上，人与神的关系体系得以建立。

这一体系的核心内容，既包括人对神明的敬畏之心，又包括在人神关系中形成的象征－巫术－仪

式体系。敬畏之心与象征－巫术－仪式体系，在节庆中得到了最集中地展示，而节庆这一特殊时

刻，又充满了为了展示神明的力量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力。

六、遗产与灵验的遗产

一百多年前，基督教传入聚宝城南一带①，该教一开始就劝导皈依的居民放弃祖先祭祀，隔断

其与铺境庙的关系。接着，革命与形形色色的“新文化运动”持续爆发，自１９２０年代起，“破除迷信

运动”则持续对被认定为古代社会落后面的旧信仰、旧仪式加以暴力行动。为了建立“新社会”，此

后地方行政制度屡次变更，划分不再根据铺境体系，而另立与之有时对应、有时矛盾的新社区管理

体系。在种种新信仰、新文化、新体系的冲击下，铺境系统被逐渐边缘化。然而，其从数百年前慢

慢积累起来的传统，迄今并没有湮灭，依旧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与铺境分区对象的地方公

共庙宇，是个人、家户与社区通过对神明的祭祀，表达其历史感与社会感的渠道。以铺境宫庙为中

心的社区公共节庆活动，是包括聚宝城南在内的泉州城区最富有历史与社会内涵的文化因素

之一。

不幸的是，时至今日，在一个“生活就是文化，社区就是园区”成为口号，“留文留魂留乡愁”“见

人见物见生活”理念成为文化工作指导原理的时代②，铺境系统依旧不被当作关键遗产纳入文化遗

产名单，它演绎的人－物－生活社区整体性及其曾在海外交通、华人世界性网络中起到的关键作

用，并没有得到地方精英的认识与同情，但却在某种清末以来成为主导观念思维的压力下，时而被

排斥，时而被碎片化为零星的“文化遗产因素”被加以博物馆式的“集中”。如此一来，在聚宝城南，

如同在泉州其他地方，从同一地方的历史中演绎而来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深深地嵌入于（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当地的人文区位和历史情景之中，一种矛盾地将这些情景化约为“文化资源”，同时又不能

克服与这些情景“脱嵌”（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的命运，二者在同一时空中时而并存时而分立，创造出另一

种文化图景。

在聚宝城南，我们围绕铺境系统展开的调查研究看到的活生生的人文关系，延续着当地的“嵌

入式传统”，这一“传统”，可谓是当地古今“生活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围绕着“闽

南文化生态园”规划展开的调研，延续着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百年前建立，在一个漫长的世

纪里，历有变动，却延续着其使自身与前一种“传统”脱嵌的习惯。能说明分立的两种“传统”的事

例有很多，不过，最为生动的，莫过于德济门遗址与天王宫形成的这个例子了。

２００１年８月，南片区整改工程开始，一段长约９米的残存城垣在挖掘中露出身影，瞬即市政府

文物管理部门介入此事，一个由博物馆、市文管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闽台关系史博物馆考古人

员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得以成立，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这个考古队清理出面积约２５００平方米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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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对位于聚宝街的聚宝堂颜牧师的访谈，得知现基督教聚宝堂前身是１８８８年建立的宣道所，为英国长老创办，现属中华基
督教闽南大会。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开始建立堂会，１９２３正是建立礼拜堂，并建有求德小学，供教会子女免费上学。１９５８年，政府禁
止聚宝堂聚会，学员前往泉南堂参加教会活动。１９８２年，聚宝堂恢复，现有信徒一千多人。

泉州闽南文化生态中心博览苑项目指挥部：《聚宝城南———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城南旧事》“扉页”，（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



址。这是一座宋、元、明三代叠压有序、结构完整、规模宏大的城门地基。德济门城垣基础重见天

日，随之出土的还有一大批各时期的重要文物，被认为是泉南历史发展的见证。泉州海交馆研究

员唐宏杰在挖掘工作两年之后的２００３年刊文，介绍了出土石刻的种类。① 据该文，石刻归属于不

同宗教，包括古伊斯兰教（１２块）、古基督教（４块）、印度教（５块），此外还有佛教（２块，其中１块是

石柱础）、抱鼓石等。这些出土的文物，再次显现了古代泉州的世界贸易大港风范，尤其是它的宗

教“多元共生”风范。随后，泉州市政府投资２００余万元建成德济门遗址公园。这个遗址公园，被打

造成为一个文化休闲平台，分别设计了入口、参观平台、门址展示、遗址标志及相关资料和简介等。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德济门遗址公园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② 根据这次的调查，德济门遗址公园确

实成为了居民文化休闲的公共场所，白天参观的人群并不多，但到晚间时候，烧烤店、售卖服装的

小贩在此处支起小摊，形成了市民气息浓厚的夜市热闹气氛。

我们到访遗址公园，在天后宫的宫门口找到一块介绍“德济门遗址”的木板，这块木板是这样

说的：

　　元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年），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扩城，废罗城镇南门（在今涂门街头），扩

就翼城，开辟新南门，称德济门。明、清均有重建。１９４８年毁于大火，其址遂埋地下。遗址于

２００１年发掘整理，建遗址保护公园，较完整地展现宋、元、明、清古城变迁的遗迹。

其实，德济门的毁坏史并不久远。如上述遗址介绍所言，其地基之上的建筑，是１９４８年才最终

毁于大火的。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９年，“当时为了发展交通，拆城辟路，先后拆除了德济门、通津门及南

罗城垣”③。城门被拆的史实，在１９２６年到访的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中也有表述：“登高远眺，全

城风景尽在目中。城为椭圆形，东西长而南北狭，共有七门，南门城垣已拆卸。城内富户住宅甚

多，宅中多有园庭，花木蓊郁。我昔读《拔都他游记》，谓泉州人家多花园，占地甚广，故城市甚大。

今见情形，尚无异于数百年前外国人之记载也，城市未改，但繁盛已非昔比矣。”④

如上文提到的，南宋翼城与元朝城墙虽然大部分重合，但“城”之内涵并不一样。相应的，“城

南”不但有一个由城外变为城内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分裂的过程，其分界线就是元代新南门———

德济门。元代德济门，才最终划分出了城外的“城南”，也就是聚宝城南。对于这段历史，１９８０年代

发表的陈允敦、庄为玑相关的两篇文章有清晰的分析。⑤ 然而，这一点却似乎不被地方文史界关

注。对德济门的考古历史学研究，主要关注出土文物，这些被认为论证了城南是宋元时期多宗教

文化融合、商贸繁荣的重要区域。

地方文史界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是正常的事，不过，对德济门重要意义的强调，却起到了另

种强力排他的效果。因为要建遗址公园，并使之显得宏伟，市政府决定将附近的一些民居拆除。

公婆巷的民居，正是被拆的对象。２００１年，德济门遗址出土之后，政府令公婆巷居民集体搬迁，这

引致了居民的极端焦虑。而引起他们焦虑的原因，除了家屋拆毁之外，更关键的是公庙（天王宫／

府）的存废。天王宫先后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０４年１月，向泉州市文化

管理部门提交了报告，尤其是在写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５日的《请求保存浯浦天王府函》（署名“天王府

宫理事会负责人林维碧等率众”）中，言辞恳切地强调了天王宫的重要性：

　　浯浦天王府，祀唐初名将李靖，原系军中保佑神，历代为军营中设置，政党泉州德济城下，

坐西南东，揖清溪屹立，扼东南要害，朝代迭更，长为军事要地。相传抗倭将领俞大猷，曾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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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宏杰：《泉州德济门出土宗教石刻浅析》，《海交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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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敦：《泉州古城踏勘》；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均见《泉州文史》编辑委员会：《泉州文史》第２－３期合刊，１９８０年。



驻防。嘉靖间，倭寇数次攻泉州城，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６０年），三十九年（１５６１年），倭寇两度攻
至泉州城下，适李贽返家吊丧，亦“墨哀率其弟若侄，昼夜击析为守城备”（摘自李贽《焚书》卷３
《卓吾语略》），抗日战略，日寇数次轰炸，百姓匿于宫中，炸弹于宫边榕树下爆炸而宫无损，群
众奉为灵圣，故该宫长为当地民众奉为保护神，乃泉州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胜迹。嘉庆丁卯
（１８００年），泉州名士，进士曾玉梦神招，令撰诗百首，并倡修宫庙，耗钱三万二千五百，官助民
办，香火益盛。闻名海内外，现台湾省台北桃园机场东１０公里有一天王宫，系此宫所分，颇具
规模，董事长周民进先生乃台国代代表，于九八、九九年二度至祠庙谒神膜拜进香，九九年十
月在泉重塑天王爷金身，迎送台湾，故此宫又为维系两岸同胞亲情一要地。

天王宫原为汉式宫廷建筑，面溪拜庭水榭，歇山屋盖，主殿三开间，红砖白石，飞檐翘脊，

为典型古闽南宫殿建筑，前殿中祀天王，左边奉夫人妈，右奉天德君，两边置班头若干，凛然正
气，后设寝宫，座于德济门下，展泉州人们文攻武备之俗，传中原古风，可为泉州古城添一胜
景。周边群众吁请有关部门：尊重民俗，保存历史文明古城之一迹，裨以维系两岸亲情，则不
尽感戴之至。

这两段材料内涵丰富，表明德济门遗址上覆盖了层层的历史遗迹，这种历史遗迹因为过于复
杂而渐渐被遗忘，而眼下聚宝城南的新一轮文化遗产实践则进一步排斥这种历史。

在保宫不力的状况下，天王府人在２００２年递呈了另一份报告给文管办，并抄送海丝办、文物
局、建设局、规划局、鲤城文体局、指挥部、主管副市长等。在这份文件的结尾，他们这样呼吁：

　　恳请有关领导及部门照顾民俗，保存历史文化古城之遗迹，但愿就地给予重建本寺庙，使
与德济门遗址连成一体：１．鲤城实小拆除后恢复原压在教学楼下的石壕沟其水系车通现德济
门壕，西接护城河沟，其水环浇（通假，绕）亦可与古城德济门遗址增色；２．修缮四脚（通假，角）

亭并恢复天王宫及过四脚亭的石板桥五条，使护城河、亭、桥宫古城墙遗址成一古色古庙的整
体，不但有利于遗址的保护也有利于自然景观的凹（通假，凸）显，也有利于两岸宗教信仰之往
来，促进早日实现三通；３．建议恢复两座古桥与德济门关系，则万分感戴之至。

在这份恳请书后面，还附有天王府人所查阅资料以证此处为古迹的历史材料及古建筑物照
片。我们从这份恳请书看到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一，在遗产实践运动中处于不利位置的情况
下，公婆巷人通过利用遗产实践的“语言”，搜集资料，测绘摄像，对历史文化资源加以利用从而维
护本社区的公共利益。其二，天王府人反复强调其宫庙与德济门之关系。首先是壕沟的恢复、水
系的重建，然后是桥、亭、宫的重建。在天王府人眼里，这座宫庙的重要性与城门及水系有关。宫
中所祀奉神祇是天王爷（天温），“天温访知瘟鬼住所，将毒药骗来吞服而逝，闽北一代众人感其恩
德，建庙奉祀称天王爷”①。天王府一带也有将军乘船驱鬼的神话传说。传说中，将军乘船驱鬼的
地点，正是城外的护城河。因此，天王府人将城门、护城河与宫庙联系在一起，确实不无道理。

不是所有的公庙都面临天王宫这样的命运。天王宫之外的聚宝城南公庙，如富美宫、黄帝宫、

青龙宫，似乎已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形成了相对良好的“双赢”关系，成功地将自身联系到政府的
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中，从而获得认可与拓展空间，而且由于它们并不临近重大考古遗址，因此也未
遭到遗址公园的侵袭。２０世纪末，罗攀在甲第巷等地的历史与民族志研究中指出，城市一般居民
通过创造“双赢关系”，获得了他们的居住权、差异权及保持日常生活意义体系的权利。② 我们在富
美宫、黄帝宫、青龙宫所在社区看到的情景，与其得出的结论一致。

然而，必须指的是，天王宫的失利，并不是偶然的。在地方公庙与博物馆化的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之间，普遍存在着与“传统”的分化。这种分化是致使政府将本属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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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之一部分的天王宫排除在遗产名录之外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不少所谓的“地方文
艺形式”，如地方戏，都既与公庙有深刻的联系，又被政府、学者及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开发企
业所珍视，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然而，他们的“展示”含有的意义，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对于公庙来说，“地方文艺形式”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与之不能相分，不仅用以娱人，而且更重要
的是用以娱神，是节庆期间人神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渠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主要在原公
庙的表演空间内（如戏院和广场）展示，其历史与形式的资料，被收藏于“非遗展示馆内”，其预期起
到的作用，是通过娱人而达到传播“闽南文化”、收获经济或社会效益的目的。与公庙结合紧密的
地方戏，历史远比被纯粹化为“文艺形式”的地方戏历史久远，但后者在城市空间中占据的位子，却
犹如德济门遗址那样强势。

本文的作者之一曾在一篇论文中对“遗产”与“灵验的遗产”做了区分①，认为地方精英广为接
受的官方“遗产”定义，清除了“遗产”与其所在人文区位中特定社会性－神圣性之间的纽带，而在
他们的所在地，另一种“遗产”却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这些“遗产”往往被形容为“富有灵
验”，系属神对人的“求”的“应”（如泉州地方庙宇里常在匾额上说的“有求必应”）。这种“应”具有
神秘性，“灵”就是指具有神秘性的“应”，而“灵”不等同于“巫术”，它富有社会内涵，是妥善的人－
物－神关系的结果，因此，可谓是特定社区物质、社会、精神层次的集中表现。

德济门与天王宫，作为“非遗”的地方戏与作为庙宇仪式组成部分的地方戏，之间的文化分化，

本质上正是“遗产”与“有灵验的遗产”分化的外显性表现。

七、结语

地方精英的生业，来源于其介于“上下”之间的身份，作为“家、国、天下”的中介，他们摇摆于地
方的上下内外之间。近代以来，地方精英作为文化枢纽的角色变化不大。然而，在可称为国族时
代的２０世纪，相比国族观念的原产地欧洲，东方古国中国创造出的新式国家与其之外的社会、政
治、经济领域，更少保留有机联系。② 它一面割断自己与帝制时代政治文化体系的联系，一面将自
身疏离于被设想为有碍新国家体系成型的地方社会之外。２０世纪上半叶，有那么二三十年，帝制
终结引致了地方精英的组成变化，不少有士绅身份背景者，在地方社会中退出历史舞台，其留下的
“权力真空”，为无此背景的“地方强人”所填补。这些“地方强人”，掌控宗族、地缘崇拜、通婚等地
域纽带，并支持它们在现代化中寻找生存空间③，其部分结果是这些地方社会组织的强化。１９５０年
代之后，这些人物多在“土改”中被打到，此后，以广义的“干部”为主要身份的地方精英，既要服从
强化了的新国家的新文化要求，又要割舍其与所在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关系。２１世纪到
来以后，被重视的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改变了现代化的区域权力格局的面貌。此时，部分地方精英
赢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借此，他们对所在区域的“文化遗产”加以再梳理、再组合、再创造。

泉州的地方精英，正是在区域权力格局的变动进程中展开其“文化工作”的。作为内部异质的
阶层，他们对该如何处理从古城破坏史中幸存下来的遗产，难免存在分歧，守成与开发之不同态
度，即为其分歧的表现。然而，有差异的态度之间存在势力消长格局，目前，守成态度势力似乎已
为开发态度势力所成功边缘化，相关于聚宝城南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主流地位的意见，悄然从

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的“被动控规”，转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的“主动复兴”或“保护性建设”。这种“主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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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或“保护性建设”的观点，既有地方基础，又与近年来地方之外更广阔的地理领域里出现的相关
话语与实践相关联，其意象中的“传统”，是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这一观点正在起的作用，是化这
一“传统”为若干被选择的文化因素的展示空间，让“文化生态园”所在的区位，从生活世界转变为
“容器”。

“文化生态园”的“文化”，并非凭空捏造，它既是泉州历史上此消彼长的“市”与“城”、开放与封
闭性格的“新杂糅”，又是地方精英介于历史与现实、局内与局外的双重身份的表现；并且，由于它
既已受到自身依托的“主动复兴”或“保护性建设”意见之制约，因此几乎可以说是命定地必须依赖
社区的历史与文脉来体现自身，从而也几乎可以说是命定地要以那一历史与文脉来塑造自身的
形象。

然而，这一“文化”毕竟不等同于我们借历史化的人文区位学所加以认识的。考察聚宝城南，

我们认识到，这个片区存在着的文化，基本气质与其所在的地理方位有着深刻的关系。不同于城
内，这个片区原本为帝制时期的“城乡结合部”，自然地理面貌接近于当下所谓之“湿地”。随着自
然地理面貌的改变及迁徙而来的居民与这一面貌的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这片区域演化成水系发达
的聚落空间。居住在这些空间里的人们，起初主要从事农耕，接着他们凭借其与城市形成的“若即
若离”的关系，开拓出一片交通贸易领域。自南宋起，这片区域中的一个相当大的局部，被扩张中
的城市所圈围，而其余则保持其在围墙之外、水陆之间的身份，这一身份继续给予“聚宝城南”以优
势，元代尤为如此。

宋元聚宝城南，有极高的社会流动性，迁徙而来的人们由于择业而产生的流动，来自海洋世界
的域外商贸、宗教人士来往于泉州港的流动，构成其流动性的核心内容。如人文区位学奠基人之
一派克（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ｒｋ）指出的，个人和团体的流动，常受流动中的个人和团体能力之差异及社会作
用的方式之影响，从而形成一些功能和个性有别的小社区单元（ｓｍａｌｌ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ｕｎｉｔｓ）或“自然区
域”（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① 也正是在流动性的发展中，聚宝城南产生了一系列个性不同的“自然区域”。

在对公庙和佛寺的考察中，我们特别关注到，以“境”、街、巷为中心的小社区单位，是依顺着水系的
“自然规律”而得以建立的。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小社区单位”的功能与文化区分，与宋元时期的
社会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泉州发生过重大变迁，“市”消而“城”长是这一变迁的根本特征。在聚宝城南一带，它导
致的后果，包括商贸范围的萎缩，也包括社会流动频率的降低。这一后果，为２０世纪初以来数代现
代主义者将古城形容为“封建落后文化的堡垒”提供了背景和理由。正是在“逝去的繁荣”的灰暗
历史背景下，聚宝城南的“小社区单位”，获得了更多的象征内涵，通过这些象征内涵，人们得以与
过往的历史形成关系，得以将历史化为隐喻，表达他们对于自身处境的理解，判断其走势，畅想其
未来。

倘若今日的聚宝城南有一个其特色的文化，那么，借社会学前辈吴文藻先生的话说，这一文
化，便可以说是这一地域的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生活的“总成绩”。我们之所以说是“总成绩”，是
因为无论我们对于区域的兴衰加以何种评价，兴衰本身，都是生活世界的核心内容与符号，与当地
人关于“好运”与“歹运”的观念混合，它们层层累加，使区域的文化景观充满着纷繁复杂的可能。

这意味着，生活世界正是在动态历史中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通过与
物质世界及与广义的“其他人”打交道来创造他们的生活，并使之有意义；在创造生活和赋予它意
义的过程中，人们不能没有条件地创造历史，而必须在历史的过去中寻找“现在”的踪影，在物质世
界与广义的“其他人”形成的条件下，谋得自己的生活。对于外来的自然／理性主义者，物质世界与

０５ 民俗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① 赵承信：《派克与人文区位学》，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



广义的“其他人”，似乎都应是指“事实上存在的物”与“事实上活着的人”，而直到现在，就我们的考
察感受而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无论是物还是人，在聚宝城南的生活世界中，通常是借处在生

死之间的“非事实的存在”———抽象的天地、祖先、鬼、神明、佛等等———而显现自身的，而无论是物
还是人，存在的福利，都受制于这些“非事实的存在”。

聚宝城南文化，极富历史动态性，充满变化，有着“多个过去”，能将“多个过去”层累起来且赋

予其连贯性的，既不是“海丝故事”，也不是“闽南文化生态园”，二者都采取一种将动态十足的历史
静态化为一种“总是那样的”的文化形象，而未能表明其侧重表现的“文化”，是流动的历史之河的

波纹。这个文化，与生活世界不能分离，充满着情感，有着“多种关系”，能将“多种关系”———人、

物、神关系———融为一体的，也不是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与“传统”。这种记忆与“传统”，源于忘却与
现代性，其背后的历史目的论恰是以“多种关系”之解体为未来想象的。从而，在当下的聚宝城南，

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对自身与“外面的世界”开放的历史和生活世界本身，另一种则是凌驾于

历史和生活世界之上，表面开放，实则难以冲破自身围城的“传统”。两种文化都可谓是１９８０年代
以来“传统再生产”①的成果。二者“生产方式”不同，属于“民间信仰”的那一种，“生产力”被传说为

神明祖先的冥冥之中的启示，虽则也牵涉到活跃人士的带动，但起码在形式上是以境或家族的集
体劳动为方式的，属于“官方文化”之一种，始终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色彩，动力主要来自世

俗化的地方精英及其依赖的官方话语，形式是集体的，但实际起作用的，则是个体化的地方精英。

过去三十多年来，２０世纪初导致的文化分立日益受到反思，随之，两种文化之间的界线正在出
现逐渐模糊的迹象，这一迹象令人乐观。然而，把持“超地方文化”的精英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淡

然，持续为他们的自我认同提供前提，而受知识、国族观念形态和国族制度之限制，他们所能起到

的牵线搭桥作用有限。他们能够充分意识到在推行自己的计划时面对的难题，包括从宏观上“生
态园”如何克服遭到大型水泥防洪堤、江滨路、摩天大楼包围的社区，命定地难以重获其本有的江

河海洋气韵的难题，也包括从微观上如何获得民居保护性开发所需之产权条件的难题②，不过，他

们却难以冲破自设的思想围墙，进入地方的真实情景中。

远观当下城市发展的形势，我们看到，这座古城如今已像是一个被吹起来的气球，立体式地膨

胀。古城依旧存在，但其主要民生设备几乎都在往它的外面走，留给古城去发挥的，似乎只是某种

以“美丽社区”“美好生活”为形容的“调调”。这个“调调”的基本内涵是被形容为“乡愁”的那种东
西。而当我们进入古城，探访包括聚宝城南在内的老社区并近察其风土人情时，我们发现，富有质

感的历史依旧演绎着自身，从这一历史中，“调调”为发挥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而借用了许多“资
源”，然而它的质感却远不是历史本身的那种感觉。这种常常被我们感到有些许轻浮的“调调”，若

是成为“文化生态园”展示文化、收获利益的主要手法，则必定会给古城带来新的破坏。

我们不能确定，对人文区位学研究原则的运用，能给所研究地的现实状况之改善带来何种裨
益，不过我们相信，这一方法追求对历史和现实情景给予准确定义，运用它对诸类人文关系加以审

视，对文化变迁计划加以分析，除了有助于我们不断贴近事实之外，还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到，在我

们这个空前需要更整体和全面地看待生活的时代，对于这一社会科学的观察和审视办法，有着急
切的需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一需求出现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即在失去了文化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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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聚宝城南为“闽南文化生态园”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与精英（无论是商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还是近期所见的商业－文化
精英）都面临一个难题。他们计划将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民居“公共化”为展示“闽南文化”、娱乐市民、招徕游客的空间，而
这些民居的产权归属极为复杂，多为分家后的若干兄弟姐妹以至堂兄弟姐妹所共有，而他们往往难以达成产权交易上的共识。

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实施强行征地拆迁的政策，但聚宝城南又已被圈定为“文化生态园”，强行征地拆迁既可能破坏园区的文
化根基，又可能导致民愤。怎么办？成了难题。



纽带作用之后近百年，地方精英空前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身份缺憾，事实上，他们依旧在权力和话
语领域起作用，但这一作用，几乎与他们那一介于“内外上下”之间的身份无关。要重拾这一身份，

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出于自愿或迫于压力所做的那些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改造社
会”“再造传统”的工作，而是借人文关系体系的认识，重新返回人文世界的历史与现实的现场。人
文区位学这一社会科学的观察和审视办法，兴许有助于他们从地方重新启程，回到这一现场，在那
里兼容并蓄那些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文化运动，恢复自身的中间纽带身份。我们相信，这个意义
上的“文化复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社会基础及未来前景的。

［责任编辑　王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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